 第五章與李登輝總統知遇之恩

　　　李總統在一九四六年從日本回到台灣插班繼續就讀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一九四九年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一九五一年考上公費留學，獲得中美基金會的獎學金，前往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攻讀農經碩士，於一九五三年回國服務。之後，經郭婉容女士之介紹在台大農經系擔任講師。此外，李總統曾在合作金庫任研究員，也曾在農林廳及農復會工作。因此李總統對台灣農業問題特別有研究。　

　　　在唸台大經濟研究所時，李總統因張漢裕教授之延聘而在經濟研究所開設一門「台灣農業經濟政策」的課程。因為，我出生於農家，故對這門課特別感興趣，於是就在ㄧ九六四年上學期選此課。在他的課，我們除抄筆記及唸講義外，我們也讀了不少他寫的有關台灣農業政策之文章（其中包括與謝森中合寫之文章）。當時蔣介石政府採用李連春先生的主張，實施肥料換谷制度，使農民吃了不少虧。李登輝先生極力反對此制度。此外，他並極力主張台灣農民應想辦法種有經濟價值之香蕉、花卉等農作物外銷到日本、香港等地以換取外匯。從農家出身的我覺得此種建議十分有道理，因此特別崇拜李老師，此課的分析方法也奠定了我對政策的瞭解及分析的能力，而李老師也成為我在研究所時交往較密切的老師之一。我常找時間到他辦公室找他談論台灣的農業問題。

　　　一九六五年，李老師獲得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與康乃爾大學聯合提供之農業經濟獎學金，乃前往康乃爾大學攻讀農經博士學位。一九六八年五月，李老師榮獲康乃爾大學農經博士學位並返台服務，他的博士論文題目為「台灣經濟發展與農工資本流動問題（一八九五-一九六０）」。一九六八年八月，我準備到美國西維吉尼亞大學留學前，到農復會找剛回國不久的李老師，我與他談了二個多小時，我請教李老師他留學的經驗及對留學的看法。他認為，美國人生活比較浪費，不過以他個人的經驗覺得在美國唸書可學到很多東西。他問我到美國要學什麼？我告訴他，我要學統計學及計量經濟學。他回答說多學一些方法及理論是很好的事，不過他也建議我要學一些與管理及政策有關的東西才有機會擔任領導者，而不只是當第二線的技術人員被人管。這些建議對我到美國學習及日後的研究有很大的影響。此外，李老師也告訴我，他發現很多學理工的女學生整天埋首在實驗室工作，沒時間打扮自己，也較沒機會找到好的對象，實在太辛苦了。所以他已決定建議他兩個正在唸北一女的女兒唸乙組（文科）或丁組（商科）。總之，在和李老師熱烈與親切的討論後，相信留美可能給我帶來光明前景，同時也不再那麼擔心留學可能遭遇到的困難。李老師諄諄教誨、循循善誘的神情，似乎讓我重回一九六四年上他課時的情景。

　　　因為種種原因，我在留學美國十一年後（一九七九年）的七月才回台講學，當時我已是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財務系的正教授。一九七八年，張建邦校長到伊利諾大學唸教育博士，在當年的十一月，有次我請他到家裡吃飯，他請我回台到淡江大學做特別講座。我當時告訴張校長，『我因參加民主運動，台灣政府對我不太諒解，您是否方便邀請我回去？』他說沒問題。於是就在淡江大學及大同工學院的聯合邀請下，我回台講學兩個多月，當時在大同的事業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班開了「公司理財」課程，並且在淡江擔任特別講座，講授「財務分析，計劃與預測」。講座引言人就是當時擔任管理學院院長的劉泰英教授。因為擔任此次講座而認識了現任淡江技術學院院長的蔡信夫教授。後來，蔡院長也因此成為我的好朋友。在大同上課以後，大同工學院院長林挺生董事長在一九六九年八月一日在董事會會議室請我吃飯送行，林院長兒子林蔚山先生及我同學陳瑞玲老師均為當時之陪客。當時一起吃飯的十四人並在菜單上簽名留念。

　　　那次回台，我想找機會去拜見當台北市市長的李登輝老師，幾次打電話到台北市政府均不能如願，在失望中又回到美國。後來，我一直後悔沒找人安排直接與李老師聯絡，可是也很高興見到李老師有機會為台北市建設發揮其才能，市政蒸蒸日上，當時台北市的建設與十一年前我離開時已不可同日而語。

　　　在回台一個多月的時間裏，趁機拜訪親朋好友，當然也回到曾經服務五年的中國商業銀行拜訪老同事，當時的總經理王志道先生請我做個演講，講如何以風險溢價的觀念去決定銀行放款利息。那時，我的老朋友李吉雄先生（現任中國商業銀行副總經理）等人則認為這些新理論在台灣短期內決不可行；如今，很高興台灣已用最新的財務理論與實務去決定放款利率及從事銀行管理。

　　　第二次回台已是七年後（一九八六年）的秋天，此次回台又是應淡江大學之邀回台擔任特別講座教授，講授「財務理論體系的分析與運用」。此次邀請者乃蔡信夫教授，當時他已榮升為商學院院長。此次，我已下定決心去拜訪副總李登輝老師。我在回台之前寫了一封信寄到總統府給李老師，我告訴李副總統我受淡江大學張建邦校長及蔡信夫院長之邀將回台在淡江大學擔任為期十天的講座教授，如老師有時間接見我，請告訴張建邦校長何時可接見我。出乎我的預料，我抵台後不久，張校長秘書就告訴我李副總統將於八月十七日上午十時在總統府接見我。當天九時，我就從總統府的左側門進去總統府，以緊張與期待的心情去拜見十八年未見的李副總統登輝博士。李老師一見面就說：『聽張校長說，你在美國學問做得很好，我很高興你有今天的成就。不過我希望你能多花一點時間研究台灣及亞洲的經濟問題。』雖然十八年沒見，但李老師親切與誠懇的態度一如往昔，尤其是他用台語與我交談更使我覺得親切。李老師在交談中問我為什麼那麼久才回來，我告訴他我在美國參加民主運動，申請回台時簽證常受刁難，他馬上說：「沒問題，這事由他來處理。」

　　　從這次以後，我回台的單次簽證就變成雙次簽證。經李老師的建議與鼓勵，我開始花時間研究台灣與亞太經濟問題。一九九三年我發起的亞太財經會議與一九九八年我創辦的亞太金融市場與政策學報皆是受到李老師此次之鼓勵與建議的影響而成就其事的。當時我已經代表伊利諾大學美國商業部及世界銀行去大陸講學三次，因此，我也藉此機會向李老師報告大陸經濟改革的發展情況，及說明為什麼台灣必須注意將來大陸經濟對台灣可能發生的影響

。從此以後，我已決定每年皆回台灣講學，為台灣管理教育盡一己之力。一九八七年夏天，應林煜宗教授之邀請，

請，我回台灣為台大及政大的研究生開了四星期的「跨國公司財務管理」課程。顏吉利教授、徐景亮教授均前來聽講。

　　　當時，透過梁國樹老師的安排，我又到總統府見李副總統，當時我們除了談論有關台灣、亞洲及美國等經濟議題外，李副總統問我台灣開放大陸探親後可能帶來的影響，我回答他因大陸政治不自由、經濟條件差，回去探親的人不太可能留在大陸而不回來。另外，李老師並告訴我，他已在昨天與蔣經國總統談到解除黨禁之事，因此關於黨禁的問題可能很快就會解決，要我轉告在美國的同鄉們要有耐心等待此一問題的合理解決。一九八七年台灣起了很大變化，開放大陸探親、廢除戒嚴法，台灣外匯也開始可自由兌換。總之，一九八七年台灣政治經濟上起了結構性的變化。李老師在此關鍵時刻有機會參與國家經濟政治之重大決策，真是生逢其時，他經過產、官、學長期歷練後，真是英雄有用武之地。另一方面這也證明蔣經國先生在排除眾議下延聘李登輝先生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台北市市長、台灣省省長及副總統實為最明智的決定。

　　　一九八八年我又回到亞洲講學，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先生逝世當日，我人正在台北，那天晚上我與朋友出去吃飯很晚才回到住處翁慶雲同學家中，翁兄告訴我：「中國時報記者曾打電話到他家中找我談有關對李登輝繼任總統的看法」。可惜我不在，不然我就可對李老師可能為台灣作出的貢獻做些分析。十三日晚上六時李老師依憲法繼任總統，但是黨主席乙職則經過一陣權力角力後，到一月廿七日才告塵埃落定。我記得在一月十五日晚上與施建生老師等人吃飯時，大家對李總統被任命為國民黨黨主席的可能性一事有相當熱烈的分析與討論。我記得當時施老師認為李登輝總統應繼任黨主席的位子，他並以「樹倒猴孫散」一句俚語來預測中國國民黨權力將會逐步重組，李登輝時代終會來臨。

　　　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四年期間，我每年至少到亞洲講學乙次，我每次回台時都經梁國樹老師的幫忙到總統府拜見李登輝總統。每次見到李總統時，他常談及美國財經博士大多缺乏政策分析的訓練，他建議我在訓練博士學生時多在這方面下功夫。這些建議及教誨更加強了我對政策研究之努力。為不辜負李總統的期望，我終於在一九九三年春天在羅格斯大學召開了第一屆亞太財經會議，探討亞太地區的商業，經濟與金融問題。當時陳思孟教授正在羅格斯大學，我的系裏當訪問學者，他也在該會發表了一篇與彭白顯合著的文章，題目為「台灣國內經濟政策的評估」。另顏吉利教授、林純瓊教授與我合著有關「台灣企業資本結構」之論文亦在該次會議上發表。

　　　一九九o年八月十一、十二日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第一次回台開會，本來教授協會的會長及幹事們約定在會後(八月十三日)去總統府拜見李登輝總統。在開會的第二天，李應元教授偷渡回台事件成為台灣的大新聞，因此，教授協會的會長及幹事們被通知李總統因臨時有事不能接見我們。很幸運地，在第二天(八月十四日)早上，李總統仍依約定在總統府接見我，由當時秘書長蔣彥士先生坐陪，李總統第一句話就問我這次教授協會開會討論的題目是政治方面的多還是學術方面的多，我以半開完笑的方式回說¨『我們討論的議題乃七分學術、三分政治』。此外，他並主動建議我那天晚上到高雄縣政府演講時應多鼓勵投資者「要投資而不要投機」。我很訝異地問李總統怎會知到今天晚上我要到高雄縣政府演講，李總統回答我說是從報上得知的。從此事我們就可看出李總統每天親自看報紙，以便直接瞭解國家大事。

　　　那天晚上，在高雄縣政府的演講者除了我之外尚有許添財先生。我講台灣股票市場，他講台灣勞工政策。因為那次的演講我認識了余陳月瑛縣長。後來她送次子余政道先生來羅格斯大學做我的學生，據政道告訴我李總統到高雄祭拜余登發老先生時，得知，余陳縣長將送政道來當我的學生，當場即說‥『我的學生李正福教授是位世界知名學者，您兒子政道當可從李教授那兒學不少東西。』由以上的回顧及經驗，我已體會到李老師是乙位有學問，仁慈及平易近人的總統。這也令我覺得台灣政治及經濟的前途在李總統的領導下，會百尺竿頭更進一大步。

　　　一九九二年元月，顏吉利教授以國科學講座教授名義，邀請我回台灣大學及中央大學演講。在台大我講「經濟學與財務學研究之相關係」。在中央大學我則講「財務學與其他學門的關係」。此次回台，我也拜訪了張建邦校長、林煜宗教授、高孔廉副主委、彭淮南局長、郭深海先生、鄭柏燦先生、陳義勝教授及郭家宏先生等人。透過梁董事長國樹先生的安排，我於元月十三日下午到總統府拜訪李總統。他告訴我，他剛接見了一位美國議員談有關台灣與美國的關係。他並告訴這位議員，美國與台灣之間需加強軍事合作的關係。同時，我們也談及台灣工業升級的必要性。同時，我也告訴他，台灣廠商到大陸投資可能面臨的政治風險。最後，他建議我訓練經濟或財務學博士生時，要鼓勵他們多瞭解有關政策的問題。

　　　一九九五年八月八日及九日在台北召開第三屆亞太財經會議時，於八日下午三點半，我與太太曾純純女士帶十二位外國學者至總統府拜見李總統。當時除了國外知名學者外，在場的尚有許遠東總裁、郭婉容政務委員，吳榮義院長及顏吉利教授。李總統對我們作了一個多小時的演講，他當場稱讚許總裁處理當時金融問題的得當。那時有名的女經濟學家安娜史瓦茲（Anna Swartz）問李總統如何應付中共的軍事威脅及挑戰，李總統馬上很有信心的答覆說中華民國已有萬全準備。當時我建議他以調降準備率的方法因應中共的軍事威脅可能引起的股票金融危機，他立刻要許總裁考慮我的建議。

　　　當時李總統雖然不能親臨第三屆亞太財經大會致開幕詞，但他原決定派吳伯雄秘書長宣讀賀詞，因吳秘書長臨時有事不克前來。結果由我代表總統宣讀如下的賀詞：

「第三屆太平洋盆地企業、經濟與財務研討會全體與會人士均鑒：

　　　欣逢第三屆太平洋盆地企業、經濟與財務研討會在臺北市隆重舉行，來自各國傑出之政府、學術與企業界人士共聚一堂，實屬難得之盛會。登輝謹申致誠摯賀忱，並對遠道光臨之貴賓表示歡迎之意。

　　　近年來，發展經濟與促進貿易成為各國努力之重點，而太平洋地區國家以其雄厚之經濟潛力及快速之經濟成長，已普遍受到國際肯定。今後如何加強各國間之合作，持續本地區之進步繁榮，並以前瞻性眼光促進世界經濟之均衡穩定發展，誠為有識之士共同努力之目標。

　　　太平洋盆地企業、經濟與財務研討會自開辦以來，廣泛研究國際企業、經濟分析及財務金融等領域之相關議題，本屆會議將再深入探討金融中心之發展，以及紐約、臺北、香港、新加坡、上海及東京金融中心之比較分析，不僅切合時宜，且深具意義。相信經由與會諸君經驗與智慧之交流，必能對我國推動臺灣成為亞太金融中心之工作，提供積極建言，同時為開拓亞太地區之金融合作發揮正面之影響。

　　　際此盛會，特申賀忱。並祝

大會圓滿成功！

諸君健康快樂！

　　　　　　　　　　　　　　　中華民國總統　李　登　輝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八　　月　　八　　日」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我特地從美國返台參加李登輝總統的就職典禮，五月廿日一大早彭淮南理事長（當時彭淮南是中央信託局的理事長）就帶我到桃園巨蛋參加李總統的就職典禮。李總統的就職演說使我感動得幾乎流下喜悅的眼淚。這次就職演說使我對台灣的前途更具信心。一九九六年六月及七月，我在新加坡南洋科技大學當講座教授。一天早上，我從新加坡聯合報得知李總統已在前一天對大陸經濟政策提出「戒急用忍」的策略。我當時高興得幾乎流下眼淚，這樣一來，台灣對大陸投資的政治風險終於得到有效的控制。

      一九九八年是我與李總統接觸最多的一年。一月份，我為一家美國公司聯合集團到中國大陸分公司做了二十二天的顧問工作，在一月廿八日回到台灣。廿九日早上我到總統府向李總統提及人民幣及港幣貶值之可能性。當時，也與他談一些亞太和台灣的財經問題。此外，我也向他報告我主辦之亞太財經會議的進展以及我主編的「亞太金融市場與政策」期刊的任務。他馬上要我於一九九九年在台北召開第七屆亞太財經會議，並多討論有關台灣當前的財經問題。我當場就答應他，並按照他的指示著手籌劃有關開會事宜。九月份，我又特別回到台北與李總統談論關於台灣財經所面臨的問題，他希望我多花點時間研究當前亞洲及台灣所面臨的金融問題，我便藉此機會邀請他在一九九九年五月廿八及廿九日召開的第七屆亞太財經會議開幕時致詞，李總統馬上就答應。同時，他再度指示在會上應多討論當前台灣的財經問題。回美後，我馬上著手規劃此會議並決定與台大管理學院合開此會，張鴻章院長在陳維昭校長支持下也同意與我共同主持此次會議。

　　　一九九九年五月廿八、廿九日第七屆亞太財經會議終於在台北圓山飯店隆重舉行，廿八日上午九時李總統親臨大會致詞，他特別強調應付世界短期熱錢流竄的危險性。致詞結束後，我與張鴻章院長及張永京理事長送李總統離開圓山飯店時，李總統在電梯裏告訴我他將建議設立國家安全基金會，並要我多與邱正雄部長、彭淮南總裁談有關國家安定基金的事。因李總統的鼓勵、幫忙以及財政部、經建會、中央銀行等政府單位及民間團體之大力的支持與贊助，再加上李總統的親臨致詞，使得此次會議的層級及規模在台灣所召開的財經會議中可能是破紀錄的。在會後的第三天(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時半我與太太曾純純女士、女兒李嘉娥小姐和張鴻章院長與廖光生教授陪同一群外國學者到總統府拜謁李總統，總統做了四十多分鐘的演講並與我們交談了將近一個鐘頭，他明白地告訴與會者台灣未來的發展方向。

　　　五月廿八日上午九時總統在大會演講的新聞稿為：
『總統府新聞稿（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李總統登輝先生今天參加「第七屆亞太地區財務經濟及會計研討會」，並應邀致詞。

總統致詞內容為：

　　　今天，「第七屆亞太地區財務、經濟及會計研討會」在台北召開，登輝應邀參加，有機會和大家見面，感到十分高興。首先，要特別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歡迎各位貴賓遠道而來。

　　「亞太地區財務經濟及會計研討會」自舉辦以來，對促進亞太地區財務金融學術理論及實務運作經驗的交流，貢獻卓著。尤其是本屆研討會的召開，正值金融風暴發生後，國際金融局勢逐漸回穩的關鍵時刻，特別具有深遠的意義。

　　這次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與擴散，對全球經濟造成了極大的影響，也為國際金融理論的發展與機制的運作，帶來啟發性的作用。如何採取有效對策，避免金融危機再次發生，是各國政府必須重視的課題。

　　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與部份國家總體經濟呈現過度的投資有關，因此，如何建構符合經濟基本面的金融發展格局，應是值得深思的首要問題。此外，金融自由化所造成的資金流動失控的問題，也是此次金融風暴擴散的主要原因。各國更應找尋適合自身利益與經濟條件的管理方式，建構有效的金融監理制度，重建金融秩序。

　　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區域經濟的整合也較以往快速，緊密的國際經貿關係，使各國經濟關連性大為提高，金融危機擴散的深度與廣度都甚於往昔，國際金融問題實有必要透過國際合作，共同尋求解決之道。因此，如何加強國際政策協調，共謀經濟金融的穩定發展，則是全球共同的目標。

　　去年十一月，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吉隆坡會議宣言，即倡導各會員體應共同「協助金融與企業部門的重整、加速私人資本的流動、強化國際金融體系」等，我們樂見加強區域金融合作的具體行動，更希望未來各國能再加強國際資訊及政策的透明化，建立監督短期資本流動與投機資金動向的機制，及建構迅速的網路連絡系統等，以健全國際金融安全防衛體系。

　　就台灣未來在亞太地區的金融定位而言，登輝亦期盼台灣能為強化亞太金融市場，略盡心力。我們將充份利用台灣在亞洲樞紐的地理位置，建設高效率、大規模的國際金融部門，配合我國的經濟實力及我國因應金融風暴的經驗，將台灣地區發展成為亞太金融中心，也為亞太地區的繁榮與發展，注入穩定動力。

　　穩定的金融，是發展經濟的基礎。這次各位將針對亞太地區近來重大金融議題，進行跨國、跨領域的研討，相信經過大家集思廣益所獲得的寶貴建言，必能對亞洲未來金融穩定與經濟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與卓著的貢獻。

     最後，謹祝大會圓滿成功，大家健康快樂！謝謝。』
   　自一九六四年成為李總統的學生開始到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為止，我有幸領受到李總統不斷地教誨與關心，這對我在學問上的研究及事業上的發展有莫大的幫助，在這三十五年的歲月裏，台灣的經濟及政治皆有很大的進步，在李總統十二年多的任期中，台灣政治、經濟的進步更有令人刮目相看的傑出表現。在李總統二０００年五月任期屆滿的前夕，謹就與李總統之交往作一回顧，以略報李總統知遇之恩。

     思及一九八九年八月到台北在台協會見丁大衛理事長時，他曾對我說：『台灣很幸運有李登輝這樣有才能的人，他將來一定會對台灣政治及經濟的發展做出不可忽視的貢獻』。李總統對台灣政治及經濟的貢獻正如美國前在台協會理事長丁大衛先生於一九八九年所作之預測，已一一實現。






